孔子思想中的商周礼乐印迹初探

——解读傅斯年先生之“孔子之宗教以商为统，孔子之政治以周为宗”

周华

摘要：从商、周礼乐制度的因袭变革再到孔子的学习、发扬礼乐的主张，是礼乐文明的发展之路，更是礼乐思想的阐释之途。各个时代之间的批判继承的线路是浑茫的，只可辨其大体，不存在纯粹的因果对应关系。傅斯年先生曾对商、周文化与孔子思想之间的关系提出论断但未详明；本文通过《论语》中的有关篇章并结合个人思考体会，探寻孔子礼乐思想，对傅斯年先生的论断作出阐释。本文的最终观点是：孔子以学习周礼为途径，继承发展了商、周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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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先生在《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
一文中指出，春秋时代在天人观念和人的种族与阶级观念方面都有自相矛盾之处，亦即旧的观念尚有其作用、而新的思想也有蓬勃之态；孔子是春秋时代的思想反映者，其思想中的调和点正是春秋时代矛盾性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先生还顺势提出了“孔子之宗教以商为统，孔子之政治以周为宗”的观点，但并未多作说明，盖先生以为这是孔子思想调和之处在大的方向上的表现，故概而论之。

但此语并非意在指出孔子有在礼乐思想上有或者崇商或者崇周的倾向，其话语背景是深厚的。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语的理解就是对孔子思想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论语》是已知最为可信的孔子及弟子言行记录的汇编，更是深度认识孔子思想的不二选择。

故本文解读傅斯年先生语的步骤如下：一，就“孔子之宗教以商为统，孔子之政治以周为宗”一语本身进行解释，大致推断孔子礼乐主张的倾向性；二，本文的核心部分，以《论语》为根据，深入孔子的礼乐主张，为本文的推断提供更为有力的佐证，从而更加详明地阐释傅斯年先生的观点。

一

首先是对傅斯年先生所指的先秦时代的“宗教”与“政治”的理解。

所谓“宗教”应主要是指以祭祀为核心的礼乐思想和现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和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这一先例则反映出，所谓的“政治”则主要是指先秦政治教化及相关制度，并且从中可以看出，礼乐教化正是政治教化的主要手段。故而，所谓的先秦的“宗教”和“政治”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且礼乐是二者统摄连接的关键：其狭可以“礼乐制度”作为统一的命名，其广亦可以“礼乐思想”称之。

其次，我们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就“宗教”和“政治”与商、周文明的对应性问题予以粗略的观览。商、周至孔子的时代处于不断从原始文化脱胎的过程，文明的延续是互相粘连的。这是商周礼乐文明的发展特点，亦是孔子继承商周礼乐的历史背景。正如先生在《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中所言:“许多事实的产生，但有一个‘历史的积因’，不必有一个理性的因……想是因为历史上一层一层积累到势必如此……”
商、周文明与孔子思想之间本质上都不存在十分理性的对应。

所谓“孔子之宗教以商为统，孔子之政治以周为宗”应只是概括孔子礼乐思想特征的大致形容，其中必然有春秋时代背景作用之下的更为复杂的表现待以发掘。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这句话具有互文的意义：“孔子之宗教和政治以商为统、以周为宗”，但是，对孔子礼乐思想倾向性的最可靠的结论还需从孔子思想本身得出。
二

《论语•八佾》中孔子有云：“吾从周”。这应当是孔子综合其对三代礼乐的研究之后所言，可以代表他对三代礼乐的基本态度，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所以，此言若不详明恐怕更会加深部分人对傅斯年先生之“孔子之宗教以商为统，孔子之政治以周为宗”结论的误会，以为孔子之宗教倾向和政治倾向与确乎商、周二代有一个理性的对应，这便是太不灵活的看法了。所以，对于先生观点的阐释，首先需要了解孔子礼乐思想本身的内涵。

那么便有两大问题待以解决：“从周”究竟反映出其对待三代礼乐文化怎样的态度？孔子“从周”之实际表现如何？这或许是获取孔子真实意图的关键。

下文将结合《论语》有关篇章，从这两大问题入手，对孔子的礼乐思想和商、周礼乐文化之间的关系作出更为明确细致的判定，由是更能接近先生本义。
（1） “从周”究竟反映出孔子对待三代礼乐文化怎样的态度？
“吾从周”固然是孔子的最终选择结果，但是孔子对待三代礼乐的态度却并非其表面意义所指，此言仍有其深意。

孔子有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八佾第三 9》）可见，孔子“从周”的一个比较实际的理由是夏、商之礼“文献不足”。而有“至德”的周代距离孔子最近，无论是文献还是民间遗风方面都较有迹可循，是比较理想的学习典范。

再结合前文对商、周礼乐的分析来看，孔子最终选择学习周礼，还有其深层原因。从根本上讲，这是由殷商礼乐较周礼而言发展不成熟的客观史实所决定的，如：商礼内涵不够充盈、理性规范有失、制度化程度不深、政治作用不足等等；不然，周代的鼎革之功也无从谈起了。而从孔子思想本身出发，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在于，孔子意识到了“周监于二代”——周礼与夏、商之礼之间具有继承发展的关系这一关键。所以，孔子跟从集大成的、较为成熟的周礼的轨迹，也是对夏、商二代礼乐行迹的探寻过程：追溯、学习古礼以跟从周礼为主干；至于依据其时杞、宋之礼征引夏、商之礼则可视为与主干相连的枝桠部分。这表明孔子对待殷周礼乐文化的态度不是判然视之的，而是兼有学习之心。

那么，所谓“从周”只是选择了一条更为宽阔的途径，能够使之更加靠近三代的礼乐精髓。可以说，“从周”即是孔子学习三代礼乐之基本态度的代名词。所以其“从周”的结果也必然是融合了三代（至少是商、周）礼乐文化的结果。
在兼学三代礼乐的宏观视野下，所谓“从周”还包含了如下内涵。

首先，正如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所言：“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孔子认为，学礼的前提是对礼充分了解，有所扬弃，然后再与自己的观念相磨合，简单而盲目地复原周礼是不足为“知”的；而扬弃、磨合实则正是孔子对周礼的阐释过程。所以，孔子对周代礼乐进行了多方的考察和学习，甚至是将之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存息一日，学习和阐释周礼的工作便要延续一日。孔子曾经适周问礼，有所进益；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即使是在对自己多有非议的隐士面前，孔子也不忘有所闻，“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论语•子张第十九 22》）。可见孔子对待周礼是开放而深入的学习态度。

再者，在深入学习周礼的过程中，孔子虽然有“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论语•泰伯第八 1》）的赞许，但孔子心中真正的崇拜对象是尧、舜、禹的圣人之世：“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第八 18、19、21》）尧、舜、禹的治世和他们的精神力量几乎与天同齐，是孔子社会理想和人文理想世界的精神支柱。是故，孔子拥有“崇圣”的理想。而“从周”与“崇圣”之间又有着深切的关联。“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论语•先进第十一 19》）对于“践迹”的典型释义例举如下：孔安国注曰：“践，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旧迹而已，亦多少能创业，然亦不能入于圣人之奥室也。”
正义注曰：“‘践迹’者，谓学礼之事也。善人质美未学，故必进于礼乐，乃可入室。”
笔者认为第二种解释在孔子此言的语境下更为可取。本性善良且其心向善乃谓之“善人”，然而善人若要使其善上升到道的层面，就必须“践迹”于前人的礼乐教化，否则便无法“入室”学习圣人，达到学习的至境。另外，孔注中亦有可取：“创业”是“践迹”途中的必然所得。所以，以学习周代礼乐为主对前代礼乐文化进行考证、学习、阐释正是“践迹”的过程，以礼乐修其本质才能成其道；而圣人治世是室中永恒的精神烛照，由斯道方能入斯室，入斯室方能沐斯人光辉。这大概就是孔子“从周”的意义了：入圣人之“室”近乎目的，而“从周”则是达成目的之途径。

“从周”作为孔子对待三代礼乐的态度的代言，其基本内涵大抵如上所述，是我们分析孔子“从周”表现的基础。
(二)孔子“从周”的具体表现？  

东周时期，政治力量分散，君、臣、父、子的礼仪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人心涣散。政治的保护伞将倾，原有的礼乐自上而下地对人心进行约束的作用也维持得颇为艰难。所以，继承礼乐文化的阐释工作，是孔子挽救世道的必由之路。孔子跟从周礼的政治现实导向是很强烈的：恢复周礼。这大概可以解释“孔子之政治以周为宗”的原因。

这条必由之路，与当年周代制礼作乐的先人们曾经走过的路又是何其相似，或者可以说，孔子与周代先人们不过是走在了同一条路的不同分段罢了。因此，孔子从周的基本做法是“述而不作”
（《论语·述而第七 1》）。“述”，即是对礼乐做阐释性的工作。

但是“述而不作”并不意味着真的不作为。身为士人，个人力量有限，孔子只能自下而上地层层垒就礼乐之塔。这也决定了孔子的“从周”之路必然是一条沿着旧迹而开辟的新途，有如前述：“践迹”与“创业”的结合。所以无论政治导向如何，孔子“从周”都是一个批判继承的创新过程，不仅仅是恢复周礼那么简单了。再者，如前文所证，孔子“从周”包含了并征殷商之礼的内容，所以孔子礼乐思想中所体现的商礼与周礼的融合之处亦可由“从周”的具体表现见得。

下面是孔子“从周”之具体表现。

1、礼乐的可实践性

甲骨文的“礼”字是一人对牌位行祭拜之礼的象征，可见“礼”字产生的原始意义即在于礼的实践性，这时的礼出于民众自发；当民间大众种种朴素的践礼行为形成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自觉的礼便应运而生了。从自发到自觉，礼乐发展已经行进至一个节点，礼乐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下一个趋势必然是向礼乐自发于人心这一原点复归。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之宗教以商为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礼乐文明产生之初即出于一种淳朴的信仰，而在商人“无事不以卜”的传统中，这种信仰是极为虔诚的，而返璞归真与虔心诚意恰恰是孔子“复礼”的关键。

所以，孔子阐释周礼的第一步便是将礼乐还归于礼乐本身。

(1)礼乐与风俗教化

首先，在民众当中推行礼乐教化必须发现、发掘民众之道，以之将礼乐简单化，使礼乐以新的面孔更好地融入生活。“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论语•先进第十一 1》）“野人”未经教化，虽然对于礼乐的具体内涵没有高深的见解，但是在礼乐的实践上却是熟练而且虔诚的，孔子所看重的正是野人用礼的自然之道。因此，异曲同工，孔子对别人“子奚不为政”的回答即是：“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论语·为政第二 2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引用了《尚书》中的故训，这说明其实孔子在以民众之道行礼的同时，仍以“孝”“悌”等精神内涵充实其中并左右“礼”的发展，使“礼”呈现出“中和”的面貌，尽管简单化却不失于偏激。
其次，对民众的教化要潜移默化，而非枯燥的教条，更不是死板的束缚；最理想的境地是使之在日常礼乐的践行中寻找到乐趣，实现人与礼的融洽，最终回归到天人合一的淳朴自然。是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第八 9》）也。孔子以为“贫而无谗，富而无骄”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
（《论语•学而第一 15》）。“无谗”、“无骄”或可视为本质的善、或可视为对恶的抑制；无论如何，都不若“乐”、“好礼”的向善、求仁的积极健康的姿态所具有的强大的包容性：人心包容了境遇，礼又包容了人心，人心由是找到了安栖之处，人与礼便逐步自然地融为一体了。而曾点所描绘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论语•先进第十一 24》）正是孔子心向往之的礼乐浇化为风俗的理想蓝图。可见，周人的“中和”思想已由孔子注入了更多的生气，具有与人的本性靠近的趋向，这也未尝不可视为孔子对商周礼乐思想的融合。
另外，孔子重视礼乐在现实人生中与人情的交融，使礼乐具有现实精神价值，礼乐的践行才能深入并且稳固长久。在这一点上，孔子对“孝”的诠释最具代表性。例如：“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论语·为政第二 8》）又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第二 5》）以上两则是孔子对于行孝敬之礼在于心意和态度的强调。人的心意从根本上决定了人言语和行为，在无关痛痒的事情上或许可以暂时掩饰，而在日常习惯的细枝末节甚至是关乎生死丧祭的重大事件上却会暴露无遗。再如：“夫君子之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论语•阳货第十七 18》）这一则是对孔子从人情的角度“三年之丧”的解释，十分真挚素朴，恍若来自邻里老者的劝导和叮嘱。孔子深谙父母之爱从来是最易使人动情处——这是幼年丧父的孔子其切身体会所得，以之解释“孝”，从人情角度讲最为贴切、最为感人。周人极为看重的“孝”的内涵在孔子这里成为了人之诚心的重要表现，达到了极致。

(2)礼乐与个人修养

一则孔子树立了“君子”这一理想人格核心，引导个人践行礼乐、提升修养。

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第七 6》）。“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18》）。从这些对“君子”品行的描述中，可以总结出，君子是在“道”、“德”、“仁”、“义”、“孙”、“信”等品质的坚守中践行礼乐。“道”、“德”、“仁”、“义”是抽象的概念，无法给出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定义，于是孔子便将礼乐作为承载这些抽象品质的具象形式，目的就在于提升个人修养自身的可操作性。当孔子将“君子”的这一系列人格填补到礼乐的核心位置之后，礼乐的践行就随着个人对“君子”理想追逐而成为了一个人一生的功课，礼乐对人行为的规范也就体现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所以我们看到，《论语》当中，弟子多次问及孔子为君子之道时，孔子往往是举一具体情境来解释君子之道，并且多次将君子与小人作比来突显君子的人格。如：“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论语•子路第十三 19、23、25、26》）。日常的礼节当中的一举一动便可见得君子与小人的高下，这使得“君子”的理想变得灵活、可学；同时，在“君子”人格理想的照耀下，礼乐的践行也有了厚重感。

二则孔子非常强调人在礼乐学习和践行当中的主体地位和行动意识。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29》）。这里的“道”囊括了仁、义、知、信等多种至纯、至善品质，是广义的“道”；结合前述，人对“道”的弘扬具象表现即是践行礼乐。孔子认为弘“道”实是“道”与人的互动。首先，“道”不应居高临下也不能束之高阁，孔子将“道”具体化为礼乐就是让“道”走下神坛，走向与人相对平等的位置，毕竟人才是践行礼乐、弘扬大“道”的主体。同时，最关键的，孔子强调人践行礼乐的行动意识和能力，行动中的弘“道”胜过听天由命、坐而论“道”，人应该积极主动地接近“道”，才能从根本上彰显和提升自我的主体地位，才能得“道”并弘扬“道”；对此，孔子还曾明确表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第十二 1》） “克己”、“复礼”的意识和行动力是必要且至要的，有此心、此举，只需再向内一步，便可以步入“为仁”的弘“道”路轨里了。这是一个人与“道”相互走近的过程，而牵引双方的无形之线便是礼乐；通过长期的礼乐实践，最终实现人的完善和“道”的弘达的双收之效。

需要注意的是，以“德”为代表的精神标志，在孔子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对统治阶级的规范了，已然下降并融入到个人的层面。商礼正因商人未自觉而往往表现出不成熟的对个人意识的关怀。所以，孔子以礼乐容养个人品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表现出孔子礼乐思想中商礼与周礼的融合。也正是在此融合的基础之上，孔子才能有“君子”、“道”等极具价值的创获。

2、礼乐文质关系之辨

对礼乐的实践内容的构建重点在于人心，这是孔子礼乐思想的基础。而人心各异，礼乐的践行也就具有主体差异性，长此以往，礼乐的践行就很容易偏离既定轨迹：或拘泥于形式，或只讲求内涵。礼乐的形式与内涵的关系问题可以追溯至周代礼乐制度中审音知政、观乐察人心的传统。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论语•八佾第三 23》）孔子的礼乐文质观主要应继承自这一传统。从孔子对乐节到位的感知中，亦可以见得孔子对于礼乐文质一致性的重视。

所以，在种种细微的礼乐规范的基础上，孔子需要从更高的层面再度审视礼乐的践行状况，对礼乐文与质的关系进行阐述。

首要地，孔子以为文与质都是礼乐成其为礼乐的固有特质，二者相互依存，一致而成“礼”。

子贡见告朔之礼不行，要去掉告朔礼的饩羊，被孔子阻拦道：“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论语•八佾第三 17》）孔子认为，饩羊是告朔之礼的一部分，承载了告朔之礼的内涵，只要礼有迹可循，礼就不会因人的暂时不遵行而消失，而一旦把饩羊去掉，本来就不行的告朔之礼就再无可挽回了。可见，在孔子的时代，礼乐的文质如一性往往容易被人轻视，孔子本人就因为恪守礼被人误解为片面地追求形式。如:孔子适齐，齐景公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就对齐景公谏言:“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误解更甚者，竟使孔子发出“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论语•八佾第三 18》）这样无奈的感叹。子贡在夫子的言行影响之下领会到礼的文质关系，对疑忌孔子尚礼行为的人来说，是很恰当的回应：“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论语·颜渊第十二 8》）。文与质在礼乐的践行中本不能分割，正如虎豹与犬羊的区别正在于它们的骨血与皮毛结合后所呈现出的形态和性情的不同，无其质不有其文，去其文不成其质。

孔子其时，运用“伪礼”的障眼法来达成其利益的行为已经损害了“真礼”的声名，使得“真礼”处境尴尬。面对礼不成礼的困局，孔子怒斥“伪礼”，为“真礼”正名:“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乎？如礼何？”
（《论语•里仁第四 13》）、“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第一 3》）、“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论语·述而第七 36》）

维护礼乐的文质本性和纠正礼乐沿袭以来的不正之风，毋庸置疑是孔子对三代以来礼乐精髓的坚守，自不必一一对应。

进而言之，孔子以为礼乐要达到理想的境地，还应实现文与质的调和。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第六 18》）若将礼乐比作一杯羹肴，那么质就是羹的原材料，而文则是羹的各色调味剂：过分保留质的本味会失于寡淡粗疏，礼乐的审美价值和模范意义得不到应有的彰显；而过度添缀文的辅助则会流于繁缛浮夸，甚至有损本味和营养，不利于发挥礼乐的情感作用和现实精神；唯有文质“中和”之下的调和的礼乐才能兼顾对各个方面的影响，使人心与社会在津津有味的礼乐歆享当中实现和谐稳定，此之谓“文质彬彬”。换言之，“中和”的礼乐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文与质的作用。秉承着这一理想，孔子对不同的礼乐作出了客观严谨的评价。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第三 25》）孔子以为“武”乐有征伐之气，与礼乐的“中和”原则不符，其文尽美而质不尽善；越是具有典范意义的礼乐，就越要用严格的标准进行衡量。在这一点上，孔子对周代礼乐中的“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可谓不深入透彻。

要之，孔子对礼乐的文、质关系所作出的丰富的阐释，既发挥了与周礼背后的政治力量相似的作用：为其时的礼乐之驾牵引方向，避免其误入歧途；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礼乐践行之本末的一次重新归位：追求心（质）与礼（文）的合一。这再次反映出孔子礼乐思想是融合商、周二代而自成一家的。

三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无论是以祭祀为核心的礼乐，还是有政治意义的教化及制度，亦即傅斯年先生所谓的“宗教”和“政治”，在孔子的礼乐思想中都体现出对商周二代不同程度的、交织错杂的继承，不能一一作理性的对应。深入孔子的礼乐思想，可以感受到商、周礼乐明灭起伏的脉搏，亦能感受到新生血液的流淌。

孔子“从周”之继承的一面即是孔子以周代礼乐为途径学习三代礼乐之精髓；孔子“从周”之发展的一面，又表现为孔子在融合三代礼乐的基础之上有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创获。在春秋时代“调和”的大背景下，孔子以“从周”为途径，兼具了对商、周礼乐文化的共同学习和发展的意义。故而，“孔子之宗教和政治以商为统、以周为宗”，应当更接近先生之语的本义。

因此，我们或可以将傅斯年先生的观点换一种更为形象化的说法：孔子之礼乐思想以周为师，以商为尊。

A Primary Exploration into Confucianism about the Propriety&music Hints of Shang Dynasty and Zhou Dynasty
——An Explanation of the View by Fu Sinian that Confucius Succeeded Shang Dynasty in Religion and Followed Zhou Dynasty in Politics 

Zhou Hua

Abstract: From the revolution between Yin Dynasty and Zhou Dynasty in propriety and music system to Confucian ideology about learning and promoting the propriety and music culture,it’s not only a developing way but an illustrating journey of Chinese propriety and music.Each era inherited in a mixed way,which can only be identified generally without causal relationships.Fu Sinian declared but did not give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propriety and music ideology among Shang Dynasty，Zhou Dynasty and Confucius.Thus,this article tries to exlpore the Confucian propriety and music ideology through Lun Yu combined with personal reflections to make an illustration according to Fu Sinian’s view.The final conclusion is:Confucius inheritated the propriety and music of Shang Dynasty and Zhou Dynasty by learning from the latter.
Key Words: propriety in Shang Dynasty，propriety in Zhou Dynasty，Confucianism,Fu Si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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